
《皇家亚洲学会会刊》 中的东亚

“共同起源” 与 “分途发展”∗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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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皇家亚洲学会会刊》 的日本学、 朝

鲜学研究使英国东方学的触角延伸到东亚， 客观上呈现了中国影响下的东亚

文化圈， 为西方研究东亚打开一扇窗户。 但是， 在殖民主义、 西方中心主义

思想背景下， 这些研究站在西方民族国家的立场上， 挖掘朝鲜、 日本民族化

的发展， 企图论证中国影响东亚的历史已经过去， 使日本、 朝鲜在价值观上

与西方接轨， 蕴含着日本、 朝鲜从 “东方之极” 走向 “西方之极” 的思想。
日本、 朝鲜是东亚文化圈的成员。 东亚文化是圈内各国认同的文化， 它不会

因为日本、 朝鲜民族性的觉醒而消失。 它只会包融西方文化， 而不是被代

替。 中国学者应构建东亚的整体联系， 提升东亚文化圈的集体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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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世纪， 随着英国主义在东方渗透加深， 英国学者先后创建的亚

洲学会、① 皇家亚洲学会的东方研究不断增强。 西亚、 印度、 东南亚、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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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皇家亚洲学会与丝绸之路研究” （２１ＣＷＷ００８）、 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６８ 批面上资助项目 “皇家亚洲学会与英国汉学” （２０２０Ｍ６８０４４９）
的阶段性成果。
１７８４ 年， 威廉·琼斯创建了 “加尔各答亚洲学会”， 标志着英国东方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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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等成为他们的重要关注对象。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英国外交官、 学者、
商人和传教士等创建了日本、 朝鲜①亚洲学会， 使东方学的观照疆域到达

“东方之极”。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 朝鲜、 日本的历史文化联系性研究蕴

含着东亚在政治、 文化、 社会等方面 “分途发展” 的逻辑。 这使英国找到

了突破东方整体性的裂缝， 影响了近代以来朝鲜、 日本对东方文化的

认同。
１８２３ 年创建于伦敦的皇家亚洲学会是英国东方学的核心研究机构， 《皇

家亚洲学会会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Ｉｒｅｌａｎｄ， 以下简称 《会刊》）② 是欧洲了解东方的窗口。 《会刊》 的日本学、
朝鲜学研究具有广阔的视野， 使英国东方学突破早期的研究藩篱， 逐渐走向

东方本体研究。 长期以来， 中国学者对皇家亚洲学会的日本学、 朝鲜学的关

注较少， 很难审视英国东方学背景下日本学、 朝鲜学的发展逻辑。
笔者认为， 《会刊》 的日本学、 朝鲜学研究是英国乃至西方通过学术方

式认识东亚的开端， 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和地位。 虽然它

们在评价日本、 朝鲜时较少受殖民主义的侵染， 但是它们站在西方民族国家

的立场上， 挖掘朝鲜、 日本民族化的发展， 论证中国影响东亚的历史已经过

去， 企图使日、 朝在价值观上与西方接轨， 构建了东亚 “分途发展” 的话

语体系。 为了阐释日本学、 朝鲜学的东方学史意义， 本文将以英国东方学研

究为背景， 围绕 １９２３ 年 （即皇家亚洲学会成立 １００ 周年） 以前 《会刊》 的

日本学、 朝鲜学研究， 分析其对西方认识东方的意义， 审视它们呈现的东亚

“共同起源” 及 “分途发展” 的逻辑， 为深化中国东方学研究提供借鉴和

参考。

一、 英国东方学抵达 “东方之极”

１８、 １９ 世纪， 亚洲学会、 皇家亚洲学会及其分会掀起了东方研究的热

潮。 但是受历史和地域等因素影响， １９ 世纪中期以前， 英国学者、 外交家、
传教士等对中国及中亚的把握可以说是雾里看花、 水中望月， 更不用说对日

本、 朝鲜及东亚文化圈的研究。 日本、 朝鲜地处亚洲最东端， 未成为英国的

殖民地， 日本亚洲学会及朝鲜分会创建的时间也较晚。 １８７２ 年 １０ 月， 英国

的萨道义、 迪金斯等一批侨居在日本的外交官、 学者、 商人和传教士， 在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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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中 “朝鲜” “朝” 指朝鲜半岛。
前身是 《皇家亚洲学会会报》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Ｉｒｅｌａｎｄ， １８２７—１８３４）。



滨成立了日本亚洲学会， 旨在收集、 出版有关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知识，
掀起了研究日本的热潮。 １８７４ 年， 该学会创办了 《日本亚洲学会学刊》。 朝

鲜分会创建于 １９００ 年， 主要研究朝鲜及其周边国家的艺术、 历史、 文学、
文化， 出版 《朝鲜亚洲学会会报》。 朝鲜分会经历了风云多变的政治动荡，
曾一度停止活动。 １９５６ 年， 分会重组， 从那时开始持续发展。① 日本亚洲学

会及朝鲜分会是早期英国日本学、 朝鲜学研究中心。 它们的刊物是西方了解

东方的重要桥梁。②

从 １８７８ 年起， 《会刊》 也发表研究日、 朝的文章， 但是数量非常有限，
到 １９２３ 年为止只发表了 １５ 篇，③ 其中涉及日本的有 １３ 篇， 涉及朝鲜的有 ３
篇， 占 《会刊》 东方研究成果总量的不到百分之一。 研究者主要来自英、
法、 德、 日等国家。 主要成果有： 张伯伦的日本妇女教育文学研究、 日本考

古研究； 阿须顿的日本、 朝鲜语言研究； 马克斯·缪勒的日本梵文文本研

究； 迪金斯的 “酒吞童子” 以及 《竹取物语》 研究； 阿须顿的朝鲜语书

写、 印刷和字母表研究； 日本学者姉崎正治的中日生死轮回图研究； 迪金

斯的法国切努斯基博物馆的阿弥陀佛像研究； 迪金斯和南方熊楠的 １２ 世纪

“日本卢梭” 鸭长明研究； 迪金斯的日本和歌集 《百人一首》 研究； 詹姆

斯·特鲁普的日本五轮塔研究； 亚瑟·韦利的 《万叶集》 和 《梁尘秘抄》
研究。

早期 《会刊》 的日本学成果比朝鲜学成果丰富。 其中， 语言、 文学、
佛教研究较为重要。 它们勾勒了远东在语言、 文学、 历史、 文化、 宗教上的

联系， 补充了英国东方学远东研究的不足， 是英国进一步探索东亚历史文化

的起点， 使英国东方学对东方的观照更加完整。 更重要的是， 日本、 朝鲜并

未沦为西方的殖民地， 这些研究在评价日本、 朝鲜时较少掺杂殖民主义的话

语。 加上英国日本学发展时正值明治维新时期， 英日两国学术交流频繁， 推

动了西方对日本的正面认识。 再者， 英国的日本学研究起步时， 英国东方学

逐渐成熟并向学科化发展， 东方文学研究开始发掘东方美。 因此， 《会刊》
日本学、 朝鲜学研究在评价日本、 朝鲜时较为客观。④ 如果没有日本学、 朝

鲜学的发展， 英国东方学将继续处于殖民主义的阴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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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Ｓｔｕａｒｔ Ｓｉｍｍｏｎｄｓ ａｎｄ Ｓｉｍｏｎ Ｄｉｇｂｙ，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７９， ｐ􀆰 １８􀆰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Ｅｄｅｎ Ｐａｒｇｉｔｅｒ， Ｃｅｎｔｅｎａｒｙ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Ｉｒｅｌａｎｄ １８２３ － １９２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２３， ｐ􀆰 ３５􀆰
部分文章同时研究日本和朝鲜。
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学、 朝鲜学的研究者并非与殖民直接相关的学者。



二、 东亚文化圈： “建构” 与 “解构”

日本学、 朝鲜学天然地与中国学密切相关， 《会刊》 的日本学、 朝鲜学

研究客观上印证了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 展现了东亚一体性的发展脉络， 但

也为 “解构” 东亚文化圈奠定了基调。
（一） 张伯伦： “建构” 历史、 “解构” 现实

１８７８ 年， 张伯伦的日本妇女教育文学研究奠定了英国日本学的基调。
他从日本社会的现实出发， 高度赞扬明治维新， 指出它是震惊世界的改革，
一切都在变化， 包括女性教育。 张伯伦认为： “中国古典文学影响日本的

时代已经过去且永远过去了。 对于日本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来说， 中国的

荣耀是尘封的历史。 日本学界不再关注古代诗歌， 而是转向对赫伯特·斯

宾塞等西方学者作品的译介。 但低劣的教育女性的文学作品， 仍然在保守

的女性中流行。”① 可见， 张伯伦认为， 虽然在现实层面上明治维新改变了

日本社会的面貌， 但是， 在大众精神生活的某些层面， 日本与中国的历史文

化联系仍然难以割断。 中日两国文化根部的联系是东亚共同起源最深刻的

联系。
张伯伦指出 《女大学》 《女小学》 《女今川》 的灵感均来自中国古典文

学， 它们用简单的日文写成， 最普通的女性也能理解。 张伯伦翻译了 《女今

川》 《女大学》 的相关内容， 并论述到， 任何了解中国哲学的人都能看到，
日本当下的道德和社会思想是怎样直接地从中国思想中产生的。② 张伯伦也

介绍了日本女训文学中的孝道故事， 解释了皇历、 五行、 解梦、 凶吉预测

等。 这些论述再次表明日本女训文学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 且涉及精神

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日文化间的联系是全方面且深入存在的。
可见， 张伯伦从女性教育文学入手， 不断深入到对中日语言、 文学、 哲

学方面的联系的研究， 指出了中国思想是日本当时道德和社会思想的源头。
这为东亚整体性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整体看来， 中日文化在东亚历史发

展的长河中形成的深刻联系性， 逐渐通过日本学研究的发展， 不断被西方世

界把握到。 东亚文化圈被逐渐 “建构” 起来， 并呈现给西方世界。 但是毋

庸置疑的是， 该 “建构” 是以牺牲中国的荣耀来达成的。 虽然张伯伦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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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Ｂａｓｉｌ Ｈａｌ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ｏｍｅ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０ （３）， １８７８， ｐｐ􀆰 ３２５ － ３２６􀆰
Ｂａｓｉｌ Ｈａｌ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ｏｍｅ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０ （３）， １８７８， ｐ􀆰 ３４０􀆰



不对日本女训文学中相关引用的内容作出评论， 但是他选择研究日本女训文

学， 并将其与明治维新、 西方文化相对立， 指出日本女训文学与中国传统文

化的关系， 褒贬之意可见一斑。 同时， 他指出日本文学的审美表达很精致，
更为散文化， 音节更短， 像是没有逻辑的感性话语的集合。 他唯恐格格不入

的翻译破坏日语细腻的审美表达， 更强调其中蕴含的东方精致的审美， 也从

侧面暗含着对中国语言表达的态度。 张伯伦的观点影响了欧洲学者对中日文

学的看法， 为此后以日本审美代替东方审美埋下了种子。
为了进一步探讨中、 日历史文化渊源， 张伯伦也研究日本考古。 １８８３

年， 他在文章中指出， 日本是第三个受到世界历史学家关注的国家， 第一个

考古研究的中心是雅利安和闪米特族， 第二个是中国。① 针对法国东方学家

罗思尼的研究， 他认为 《古事记》 《日本书纪》 《祝词》 是西方学者关于日

本古代知识的三大来源。 但是， 罗思尼的研究却引用后来的文献印证他的观

点。② 为了进一步阐明中、 日历史文化的深刻联系， 张伯伦批判到， 日本国

学研究是以牺牲中国的荣耀来建立日本的荣耀。③ 这些都显示了张伯伦从历

史角度对中日两国的文学、 思想、 文化等方面深刻联系性的建构， 客观上为

东亚的共同起源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欧美的东亚文化圈研究提供了参

考， 同时补充、 更新了欧美人的东方观。 然而， 他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有自

己的价值判断， 将现实与历史作为一对矛盾来处理， 一方面肯定了日本明治

维新的进步， 另一方面却对中国影响日本的历史进行了消极的评判， 企图割

裂东亚的现实与历史， 为随后的东亚 “分途发展” 研究奠定基础。 因此，
东亚的 “共同起源” 研究总是为东亚 “分途发展” 奠定基础。 通过论证中

国文化的消极性以及中国影响日本的消极性， 进一步说明日本在现实中与中

国分途发展的进步性， 进而指出西方文化的积极性。 这样的学理逻辑贯穿于

英国日本学的始终。
（二） 阿须顿： “共同起源” 与 “民族化” 之路

东亚汉字文化圈研究也是早期 《会刊》 探索东亚 “共同起源” 的重要

一环。 阿须顿较早从文字书写、 印刷书籍、 经典文献传播的角度分析了中、
日、 朝三国语言的关系， 以及中国对朝鲜、 日本的影响， 初步建构了东亚汉

字文化圈的基本面貌， 为东亚 “共同起源” 研究提供了更多材料。 １８７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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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须顿在 《日本、 朝鲜语言比较研究》 中指出， 日语、 朝鲜语与雅利安家

族关系最遥远的成员有着同样密切的联系。 他认为， 我们不应过于草率地推

断， 由于日语和朝鲜语差异如此之大， 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差距也大。① 这篇

文章是研究汉语、 日语、 朝鲜语的奠基之作， 也启发了学者们从地理、 历

史、 生物等角度研究中、 日、 朝三国关系。 １８９５ 年， 阿须顿再次研究了朝

鲜语，② 包括朝鲜字母的产生， 朝鲜语的书写史、 印刷史以及中国经典 （在
朝鲜） 的传播史等， 展现了中、 朝、 日在书写、 语言、 文化等方面的联系。
他认为， 日、 朝在汉语的影响下， 逐渐创造出适合自己民族情感和表达习惯

的语言。 他论证了中、 日、 朝在语言书写、 印刷术使用、 古典文化层面上

“共同起源” 的特点， 勾勒出中、 朝、 日的历史文化交流情况。 如图 １ 选自

１４３４ 年版 《三纲行实》， 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到中国与朝鲜在文化、 书写、 印

刷上的联系。 阿须顿的研究建构了中、 日、 朝三国语言、 文化上的联系，
使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历史清晰地呈现出来， 为西方人理解东亚文化提供了

重要参考。 但是， 他的研究同时也为日本与朝鲜文字、 语言、 文化的民族

化研究开辟了道路， 推动了东亚 “分途发展” 研究。 这些研究的逻辑与西

方民族国家的语言、 文化意识深深地联系在一起， 旨在将西方的价值观念

嫁接到东亚文化圈内， 使东亚从受中国影响的历史中走出， 与西方的观念

接轨。
（三） 东亚佛教的 “同源” 与 “流变”
１􀆰 马克斯·缪勒： 佛教 “同源”
东亚佛教传播研究揭示了东亚宗教思想的 “共同起源”。 １８８０ 年， 缪勒

研究了在日本发现的梵文文本，③ 呈现了佛教东传日本的历史。 缪勒指出，
儒莲翻译的 《大唐西域记》 激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 《大唐西域记》 是一

位亲眼目睹 ７ 世纪印度宗教、 社会、 政治、 文学的求法高僧的记录。 它像一

枚系着救命绳索的火箭， 解救了一群淹没在印度年表海洋里的勤奋学者。 每

个研究印度的学者都急于抓住该绳索， 无论他们的兴趣是印度宗教史、 文学

史、 建筑史还是政治史。④ 缪勒梳理了佛教文献被中国引入、 翻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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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４３４ 年版 《三纲行实》 节选

资料来源： 转引自 Ｗ􀆰 Ｇ􀆰 Ａｓｔｏ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 ｉｎ
Ｃｏｒｅａ，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８９５， ｐｐ􀆰 ｉ － ｉｉ。

指出了玄奘在佛经翻译上的突出贡献。 他强调了佛教文献是推动佛教研究的

关键。
缪勒关注到日本发现的佛教手稿的独特之处， 他想通过日本佛教手稿来

研究日本佛教的发展史。 他从日本学生南条文雄那里获得了一份复印的梵文

文本。 该文本从印度传到中国， 再从中国传到日本， 用独特的尼泊尔字母写

成， 有中文翻译和日文音译，① 如图 ２ 所示。 缪勒指出， 关于日本古代历

史、 佛教传入该岛的情况， 我们还没有掌握可靠的资料。 他寄希望于南条文

雄等学生能够提供可靠的日本古代历史研究。② 可见， 经过缪勒的研究， 东

亚宗教思想的 “共同起源” 更加确定。 同时， 可以肯定的是， 随着日本的

可靠文献材料的出现， 日本古代史研究的不断进步， 日本佛教研究也会进一

步证明东亚宗教思想的同源性。
缪勒论述到， 佛教不是直接从中国传到日本的， 而是经由朝鲜传到日本

的。 他指出， 真言宗的创始者空海不仅是一位学习中国的学者， 更是一位梵

文学者， 他的学生曾亲自去印度取经， 但还未到达印度就去世了。 可见， 通

过佛教文献研究， 缪勒再次呈现了印度、 中国、 朝鲜、 日本在历史、 文化、
宗教、 思想上的联系， 使西方世界进一步认识到了东方的整体性。 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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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无量寿经》 中文、 梵文、 日文发音节选

资料来源： 转引自 Ｆ􀆰 Ｍａｘ Ｍüｌｌｅｒ， Ｏｎ Ｓａｎｓｋｒｉｔ Ｔｅｘｔｓ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２ （２），
１８８０， ｐｐ􀆰 １６０ － １６１。

的是， 他指出日本作为 “东方大不列颠” 具有强大的学习精神， 日本学生

从 “极东” 到 “极西” 来学习梵文、 巴利文的勇气值得称赞。 他呼吁中、
日、 朝的学者能够一起发现更古老的梵文文本。① 可见， 早在 １９ 世纪末，
东方的日本就已经在学术上、 价值观上不断与英国亲近， 共同研究佛教这一

区域性的学术领域。
２􀆰 特鲁普： 佛教 “流变”
东亚佛教建筑研究也是极为重要的东方佛教研究。 １９１９ 年， 特鲁普关

注了日本元素佛塔， 即五轮塔。② 他分析了元素佛塔在东亚各国的变化和用

途， 从侧面展现了佛教在东亚的传播和流变。 元素佛塔最初用于墓葬。 它的

形式不断得到添加、 变化、 发展， 同时， 元素的概念和人的身体联系在一

起， 它们既是身体的组成部分， 又是宇宙的组成部分。 因此， 一个代表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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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纪念碑很可能用来纪念人类重返宇宙。 随着元素佛塔的传播， 它的意义不

断与不同国家的文化相结合。 如在中国， 它与儒家的道德标准， 即仁、 义、
礼、 智、 信相连。① 通过对元素佛塔的研究， 特鲁普从横向上分析了元素佛

塔在东方的衍变， 展现了佛教在东方流变的特征。
特鲁普论证了元素佛塔在日本的流变、 用途和象征。 日本元素佛塔承载

着它最初的象征意义， 被认为是属于自然的。 但在精神层面， 它象征着大日

如来的精神。 在日本， 元素佛塔意味着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的结合。 高楠顺

次郎认为， 通过元素佛塔， 自然宇宙和精神世界两者结合， 人的身体是由构

成宇宙的五种元素组成的。 因此， 大日如来的精神身体由五种元素构成， 两

者的真正结合是最高的祝福， 那就是成佛。 它指引我们从重生的循环中解放

出来。 石制塔经常出现在墓地， 象征人类返回大自然。 木制塔由一块长而窄

的平板制成， 刻有简单的元素符号， 是埋葬逝者后的临时墓碑， 直到新墓碑

建起。
特鲁普从纵、 横两个方向研究了佛塔的起源、 发展、 衍变、 意义、 用途

等， 从印度、 中国再到日本， 很好地展现了佛塔的变化， 体现了以元素佛塔

为代表的宗教建筑对人们宇宙观、 生死观的影响， 为整体把握东亚佛教传播

和流变提供重要参考， 具有东方学价值， 使东亚佛教传播史的面貌更为清

晰， 推动了对东亚佛教思想 “流变” 的研究。
总之， 《会刊》 的日本学、 朝鲜学研究在展现东亚语言、 文学、 文化、

宗教等方面的联系和呈现东亚 “共同起源” 的同时， 贯穿着对以中国为重

心的东亚 “共同起源” 的解构。 可以说， 这些研究建构东亚文化圈的目的

在于解构这一文化圈， 旨在让西方文化代替中国传统文化， 成为影响东亚的

主流文化。 因此， 随着东亚研究的发展， 东亚的 “共同起源” 研究逐渐转

变为对东亚 “分途发展” 的研究。

三、 东亚文化圈： “分途” 中 “西化”

早期 《会刊》 的日本学研究者习惯于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尤其是不好的影响。 一方面， 他们贬低日本文化中的中国因素， 通过否定那

些与日本现代思想不符的中国传统思想因素来以偏概全地否定中国传统文

化； 另一方面， 他们过分强调日本民族文学， 称赞它的进步性和审美力， 试

图说明以中国为重心的东亚文化圈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正在逐渐走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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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进而将西方的价值观念融入日本、 朝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建构东亚

“分途发展”、 走向 “西化” 的思想。
（一） 日本文学东方性的 “剔除”
１９ 世纪后期开始， 东方文学研究从文献研究中独立出来， 旨在从东方

文学中发现东方之美， 《会刊》 的日本文学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起步

的。 《会刊》 的日本学研究者们开始挖掘日本民族文学的起源、 发展、 特

色， 企图剔除日本民族文学的东方性因素， 扩大东亚文化圈内的裂缝。 与此

同时， 日本民族文学的审美特色也被逐渐介绍到西方。
１８８５ 年， 迪金斯研究了 “酒吞童子” 的故事。 他对日本妖怪故事的研

究具有分析日本历史、 社会、 民族心理、 文学特质的意味。 他指出， “酒吞

童子” 故事是一个血腥的妖怪故事， 在日本很受欢迎。 他认为东方文学普遍

缺乏戏剧性， “酒吞童子” 故事是各种偶然发生的故事的巧妙拼凑， 贯穿着

德川统治下所谓的 “公民美德” ———半官方的虔诚和完全传统的忠诚。 它

体现了日本文学的特色之一， 即中日材料的奇妙融合———中国特色的并非全

然令人厌倦的甜蜜与日本过度血腥的军人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① 可见， 迪

金斯在研究日本妖怪故事的时候， 从西方文学的标准出发， 认为该类故事

的风格、 叙事、 结构等都难以和西方文学相比。 那些与东方文学、 中国文

学相关的内容往往被有意地拉低了艺术层次， 体现了迪金斯以西方文学标

准来评价、 介入日本文学和东方文学的思维模式。 西方文学的优越性被不

断提升。
迪金斯文章的主体部分是对 “酒吞童子” 故事的翻译。 他的翻译语言

明快准确。 从迪金斯翻译的 “酒吞童子” 译文中可以看出， 它的叙事确实

深受中国叙事模式的影响。 它从远古时期开始追溯， 从中国讲起， 随后讲到

日本， 并缩小到 “酒吞童子” 所处的时代、 地点和所涉及的事件。 “酒吞童

子” 为祸人间和最终被杀的故事就此展开。 可见， 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

系是很难忽视的， 体现在字里行间， 融入了血肉和骨骼里。 随后， 迪金斯分

析了以源赖光为代表的日本除妖英雄的人生经历和魅力所在。 他也提供了绘

卷物的图片， 旨在让西方读者感受 “酒吞童子” 故事的艺术形式。 由此可

知， 虽然日本民间故事研究涉及中国文学、 东方文学的特质， 但是迪金斯在

研究 “酒吞童子” 故事时， 刻意地选择用西方文学的标准来压低中国文学

乃至东方文学的艺术层次。 同时， 他还强调 “酒吞童子” 故事、 源赖光、
绘卷物等所具有的日本文学、 文化、 心理、 艺术的特色和审美力， 日本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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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事物的价值不断被挖掘出来。
迪金斯的文章结构典型地体现了早期 《会刊》 东方文学研究的主要特

点， 即翻译为主， 研究为辅。 翻译全面、 具体地展示了文学的特征。 首译者

们往往是该领域的专家， 他们的研究具有开创性。
（二） 日本文学 “萃取” 中 “西化”
在日本民族文学样式 “物语文学” 研究方面， 迪金斯也投入了极大的

热情。 １８８７ 年， 他研究了 《竹取物语》。 该研究以翻译为主， 添加了许多注

释。 他在翻译 《竹取物语》 的和歌时采用了清新、 押韵、 长短不一的句式，
展现了和歌的美感， 使翻译在保证内容完整性的同时， 和原文的审美较为接

近。 他解释性地翻译了叙述性的日语， 使其接近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他拉

开对话和叙事的时间距离， 使 《竹取物语》 的故事讲述更有层次， 带领读

者进入远古时期， 使人置身其中， 如同一个现代英国人讲述远古他乡的奇幻

故事， 其中充满奇特的冒险体验。 迪金斯对日本物语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典型

地呈现了日本民族文学的审美空间。
为了更好地建构日本民族文学的历史， 迪金斯简单梳理了日本文学史。

他强调 《竹取物语》 在日本文学史中的价值。 他指出， 《竹取物语》 是最早

的物语形式， 使日本文学大放光彩。① 结合迪金斯对东方文学的评价以及

《竹取物语》 的特征可知， 他之所以高度评价 《竹取物语》， 最主要的原因

是他看中了 《竹取物语》 的戏剧冲突。 《竹取物语》 的故事由赫映姬的成

长、 求婚难题、 奔月升天三个部分组成， 充满了戏剧性， 自然受到迪金斯的

认可。 这体现了迪金斯的日本文学研究全程贯穿着西方的文学评价标准。 更

重要的是， 他的研究也必然会启发日本本土学者更为关注日本民族文学样式

的发展史， 并进一步促使日本文学家以西方的文学标准来发展日本民族文学

样式， 促进日本文学与西方文学并轨。
迪金斯也对比了 《竹取物语》 和 《源氏物语》， 认为日本学者对 《源

氏物语》 的关注和追捧过度了， 却很少注意竹取翁简单又温柔的故事。 他

认为， 尽管 《源氏物语》 讨论了被视为男性感官或审美享受的贵族女性的

优缺点， 缓解了故事的单调， 但是， 光源氏的爱情冒险很快就会令人厌

倦。② 从迪金斯对 《源氏物语》 的评价可以看出， 他依旧拿着西方的标准

·６３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①

②

Ｆ􀆰 Ｖ􀆰 Ｄｉｃｋｉ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Ｂａｍｂｏｏ⁃Ｈｅｗｅｒ􀆰 （Ｔａｋｅｔｏｒｉ ｎｏ Ｏｋｉｎａ ｎｏ Ｍｏｎｏｇａｔａｒｉ􀆰 ） Ａ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９ （１）， １８８７， ｐ􀆰 ３７􀆰
Ｆ􀆰 Ｖ􀆰 Ｄｉｃｋｉ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Ｂａｍｂｏｏ⁃Ｈｅｗｅｒ􀆰 （Ｔａｋｅｔｏｒｉ ｎｏ Ｏｋｉｎａ ｎｏ Ｍｏｎｏｇａｔａｒｉ􀆰 ） Ａ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９ （１）， １８８７， ｐ􀆰 ３７􀆰



来衡量物语文学， 没能从日本文学内部看 《源氏物语》 的审美魅力。 同

时， 他认为 《源氏物语》 中对贵族妇女品评的对话具有现代气息， 可以放

在伦敦客厅的相关小说中， 更是拿英国的标准来评判 《源氏物语》， 不得

要领。
迪金斯还特别关注 《竹取物语》 的取材。 他认为， 《竹取物语》 的作者

缺乏原创性， 故事题材大部分来源于中国和印度。 １０ 世纪的日本， 传奇和

传统要么是对中国的翻版， 要么是对中国模式的重塑。① 众所周知， 日本文

化是次生态的文化， 是在中国和印度的影响下起步的。 因此， 日本文学必须

放在东方文学的大背景下去考量， 它自身的文化特性是多种多样的。 如果单

纯强调日本民族文学的特性， 刻意西化日本文学， 就难以全面把握日本文学

的多元化特征， 更不利于东方文学建构的实现。
迪金斯在研究 《竹取物语》 时， 看到日本文学的自然审美层面。 他说，

赫映姬的故事是艺术且优雅的， 它毫不做作的感伤、 自然的甜蜜是日本自己

的。 简单的魅力、 纯洁的思想和语言使日本小说领先于中国。② 他给 《竹取

物语》 换上英文的外衣， 同时， 将中国语言模式的影响淡化、 抽离， 保留了

早期日语未被中国化的特征， 使文章结构松散， 呈现散文化的状态。 可见，
在没有完全了解、 把握中国文学的情况下， 英国学者、 外交家就肆意批判、
诋毁中国文学的艺术手法。 这真切地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 殖民主义面对中

国问题的一贯做法。 迪金斯也批评了中国作品的简洁和对称。 他认为， 简洁

的风格牺牲了智慧， 使文章晦涩， 对称的形式使文章失去自然性。 他随后论

述到， 随着对 《竹取物语》 的了解不断加深， 他不能保证翻译的准确性，
甚至感觉并未完全 “品味” 到它的魅力。③ 可见， 物语文学本身的复杂性是

客观存在的。 迪金斯将 《竹取物语》 西化， 只能削减 《竹取物语》 的价值；
他刻意强调物语文学的日本性只会陷入解读的障碍。 日本文学、 思想、 文化

是东方文学、 文化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抽离， 都难以抹去东方文学、 文化是

它的根的事实。 将日本文学西化的处理也只是西方日本学研究者在日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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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上不成熟的表现。
最后， 迪金斯强调了日本的脱亚入欧。 他认识到中国文化对日本的深刻

影响， 也指出了日本为了西化所做的努力。 他指出， 现代日本抛弃了中国的

生活方式和思想， 尽管地处偏远， 仍艰苦努力， 以期在西方国家的大家庭中

占有一席之地。① 可见， 迪金斯研究日本民族文学， 西化日本文学， 抽离、
贬低中国文学， 客观上呼应了日本民族主义、 西化的发展趋势。 在东西方争

锋、 冲突、 交融的历史环境下， 中国的落后成为英国否定中华民族思想的把

柄， 这一思维惯性一直持续到今天。 作为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 中国应反思

英国的东方学研究， 探寻中华传统文化对于东方乃至世界文化不可磨灭的价

值， 以及它将继续为人类提供的思想和实践层面的价值所在。
（三） 日本审美的 “西行”
迪金斯和亚瑟·韦利的和歌研究也值得关注。 这些研究呈现了和歌的风

格和美感， 突出了和歌重视自然和人情的审美， 使日本和歌进入西方视野。
１９０９ 年， 迪金斯研究了和歌集 《百人一首》，② 分析了和歌的特色， 指出了

和歌在主题、 艺术手法上的独特之处。 他借用弗朗西斯·布林克利研究日本

经典作品时的表述， 指出和歌本身是 “印象派的诗句”。 他论述到， 日本古

典作品的真实性、 完整性依托于其含义的模糊性和概括性。 它们没有明确的

语境和背景知识， 使作品可以不断被阐释。 和歌诗节或多或少充斥着文字游

戏， 部分是作为诗歌的审美因素， 部分是作为文本多重意义的来源。 他也谈

到了日本和歌的艺术手法。 可见， 迪金斯已经充分认识到和歌的艺术特色。
他认识到和歌是不可译的， 和歌的价值会因翻译而减少。 为了更加清楚地展

现和歌主题， 他将和歌按照描写对象分为春歌、 夏歌、 秋歌、 冬歌、 恋歌和

其他。 这体现了迪金斯非常重视和歌中关于自然、 四季、 恋歌的书写， 也突

出地呈现了和歌的美学特征， 即注重自然美、 人情美。
迪金斯的和歌翻译采用了自由体、 雅语、 韵文的形式， 展现了和歌清新

脱俗之美。 长短不一的句式， 体现了和歌 “五七五七七” 的音节。 雅语体

现了和歌 “雅” 的一面。 韵文的形式突出了和歌在 “调” 上的悠长缠绵。
通过这样的翻译， 迪金斯保存了和歌的部分美感， 也使和歌符合英文诗歌的

艺术形式， 更容易被西方学者接受。 许多译作放在现代英文诗歌里也毫不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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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这使和歌在英语世界再生， 也使西方人更容易欣赏和歌的美。
亚瑟·韦利也再现了和歌之美。 １９２１ 年， 他译介了 《万叶集》 《梁尘秘

抄》 中的和歌，① 尤其是相闻歌。 他采用了解释性的翻译策略， 把日语细微

的感情表达翻译出来， 并做了押韵处理。 和歌之调得到应有的强调， 和歌的

清新和绵长得以兼顾。 他的翻译使和歌之美被西方学者接受。 可见， 早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会刊》 的日本学研究者就已经对和歌的审美特性有

了充分的把握， 推动和歌走向世界。
总之， 《会刊》 的日本文学研究注重对日本民族心理、 审美观念、 文学

史、 文学风格等各方面的研究， 展现了日本文学从依赖中国到自立自觉的过

程， 使日本文学进入西方人的视野， 推动日本文学与西方价值和审美的接

轨。 同时，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会刊》 的日本文学研究者有意贬低中国文

学、 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建构了东亚文化圈不断走向 “分途发展”， 走向

“西化” 的学术思想。 但是， 日本文学对日本民族心理的影响是全面的， 不

因时代和文学样式的更替而变化。 迪金斯等早期的英国日本学研究者无法真

正过滤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也不能剔除日本文学作品中的经典表

达， 更不能否定日本文学和东方文学的关系。 日本文学的民族特色固然重

要， 但它的东方性更不能忽视。

四、 日本、 朝鲜： “极东” 还是 “极西”

日本学、 朝鲜学是英国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动了西方对东亚文化

圈的了解。 但是， 在殖民主义、 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 以中国为重心的东

亚文化圈不可避免地受到重击， 西方的外交家、 学者等站在西方的立场上，
为了进一步瓦解东亚文化的整体性， 企图建构日本、 朝鲜民族化的发展史，
旨在推动日本、 朝鲜从东亚文化圈中脱离出来， 解构以中国为重心的东亚文

化圈， 淡化中华文化的吸引力， 推动日本、 朝鲜走向西方， 并试图用日本文

化来代表新的东方文化。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 朝鲜的东方性是与生俱来

的， 抽离、 贬低它们的东方性， 将它们与西方文化并轨的做法是极其片

面的。
（一） 东方区域研究

《会刊》 的日本学、 朝鲜学研究包括语言、 文化、 文学、 宗教研究等，
还涉及中国、 尼泊尔、 印度等东方国家， 体现了日本学、 朝鲜学天然具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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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区域研究的特点。 日本和朝鲜文化属于次生态文化， 长期以来， 深受中

国、 印度的影响， 是在印度佛教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文

化。 日、 朝两国对佛教、 中国文化的接受过程也是东方文化 “一体性” 形

成的过程。 作为 “极东之国”， 那些具有东方影响力的文化都相继传到了日

本、 朝鲜。 因此， 日本、 朝鲜是东方文化传播的终端国家， 对日本、 朝鲜的

研究天然就是东方性的研究。 日本学、 朝鲜学是英国东方学的关键一环， 是

把握东方区域文化的重要一步。
《会刊》 日本学、 朝鲜学研究的东亚视野一直存在， 使东亚文化圈的历史

文化交流脉络更为清晰。 如张伯伦对日本妇女教育文学的研究， 既呈现了中国

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又暗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阿须顿在研究日语、 朝

鲜语时， 分析了中国文字、 文化、 印刷术、 佛教对日本和朝鲜的影响。 缪勒在

研究日本梵文文本时， 也横跨了中国、 日本、 印度等国家。 可以说， 日本佛教

文献研究不仅是中国佛教文献研究的延伸， 也是对佛教东方影响力的鸟瞰。 张

伯伦的日本考古研究实质上是在探讨中国和日本的早期联系。 迪金斯的 “酒
吞童子” 故事研究也将中日文学关系深入到叙事层面。 他的 《竹取物语》 研

究再次印证了日本文学与印度文学、 中国文学的深刻联系。 《会刊》 上的日

本、 朝鲜的佛教文献、 考古研究无一不是跨越东亚各国的研究。
张伯伦、 阿须顿、 缪勒等对日本、 朝鲜的研究再次印证， 在东亚文化圈

内， 东方性因素在语言、 文学、 佛教、 考古、 文献、 建筑、 艺术等方面是普

遍存在的， 这也客观上推动了西方世界对东方整体性的探讨。 因此， 日本

学、 朝鲜学是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英国东方学从国别研究走向区域研

究的重要一步。 这不仅是由日本、 朝鲜、 中国、 印度的历史文化关系决定

的， 更是由英国东方学的研究模式决定的。 英国东方学从民族、 语言、 历

史、 宗教、 文学等维度切入， 从考古、 文献、 建筑、 文学、 艺术等方面入

手， 对东方进行历时的线性研究、 宏阔视野下的传播与影响研究， 以及跨文

化的东西比较研究。
因此， 在具体到日语、 朝鲜语研究时， 就必然涉及中、 日、 朝三国语言

的关系， 以及日语、 朝鲜语的民族化发展史研究。 文学研究亦是如此， 迪金

斯在研究日本文学史和中日文学关系时， 都涉及东方性的文化现象。 如他在

“酒吞童子” 故事研究和 《竹取物语》 研究中， 都指出了中国、 印度对日本

文学的影响。 日本佛教研究同样如此， 如缪勒从日本发现的梵文手稿谈起，
指出了佛教在东亚传播的路径， 以及日本佛教的特色， 充分展现了佛教在东

亚的影响力。 特鲁普的元素佛塔研究从佛教建筑的角度， 将东方佛教交流

史、 佛教文化在东方各国的衍变展现出来， 使佛教在东方的影响轨迹更为清

晰。 可见， 日本学、 朝鲜学研究使东方整体性更加突显。 因此， 从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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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效果看， 日本学、 朝鲜学研究是英国东方整体研究的重要一环， 同时它们

也印证了日本和朝鲜的东方性是历史文化和地理位置赋予的， 这是无法人为

改变或抹杀的。
（二） 介入性研究

当然， 在殖民主义、 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背景下， 《会刊》 的日本学研

究并非只为探索日本而研究日本， 其探索日本的目的是更好地评价、 干预现

实。 关于早期日本学研究的效果和目的， 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认识： 首先， 通

过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中国文化； 其次，
通过探索日本特有的文学样式， 来提炼日本文化， 展现日本文学的民族性，
阐释日本文学的审美力； 最后， 通过日本明治维新和日本的 “去中国化”
运动， 指出日本摆脱中国影响、 走向 “西化” 的历史必然， 佐证日本选择

西方道路的正确性。
可见， 早期 《会刊》 日本学研究的基调是 “去中国化” “民族化” “西

化” 并存。 首先， 否定、 剔除中国古典文学影响下的日本文化、 文学； 其

次， 提炼日本民族文化、 文学的特征， 用日本审美架空东方审美； 最后， 论

证日本 “西化” 发展的绝对正确性。 以张伯伦的 《日本妇女教育文学》 为

例， 他在文章开头就认为女性教育文学与明治维新极不相符， 间接地指出中

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压制、 中国对日本的负面影响， 认为中国文化影响日本

已经成为过去式， 而且永远都将是过去式。 日本学界早已转向对西方学者的

译介。 同时， 他指出日本文学的细腻性是东方审美的精致表现， 旨在用日本

审美建构东方审美， 架空、 否定中国审美在东方的影响。
受此影响， 迪金斯在日本文学研究中不断提炼、 欣赏、 拔高和展现日本

审美， 试图否定、 忽视中国传统文学的美感。 他极力挖掘物语、 和歌等日本

民族文学样式的价值， 否定中国文学影响下的日本文学。 在研究 “酒吞童

子” 故事时， 他认为东方文学普遍缺乏戏剧性， “酒吞童子” 的故事是中日

两国材料的奇妙融合。 在研究 《竹取物语》 时， 迪金斯认为赫映姬的故事

极具自然审美， 是艺术且优雅的。 同时， 迪金斯在翻译中极力保留日本语言

未被中国化的精神面貌。 迪金斯和韦利的和歌研究更是展现了和歌之美， 使

和歌艺术走向西方， 并被西方认可。 因此， 东方文学、 审美就被置换成日本

文学、 审美。 总之， 早期 《会刊》 的日本学研究具有重要的介入现实的目

的， 使日本、 朝鲜脱离东亚文化圈， 向西方靠拢。
（三） “西化” 与 “东归”
《会刊》 的日本学、 朝鲜学， 尤其是日本学的价值取向与日本明治维新

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张伯伦赞扬明治维新， 认为中国影响日本的时代已成

过去。 迪金斯明确指出， 现代日本抛弃中国的生活方式， 以期在西方占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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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之地。 缪勒直言日本是 “东方大不列颠”， 并对日本学者不远万里、 漂洋

过海学习梵文和巴利文表示敬佩。 日本学者也以欧洲为榜样。 日本在很大程

度上已经成为 “西方之极”。
日本学者也参与了早期 《会刊》 的日本学研究。 他们是重要材料的提

供者， 也是深入的研究者。 缪勒研究的日本梵文文本就是他的日本学生从日

本带来的。 缪勒也在研究中多次提到与学生交流对研究的促进作用。 日本学

者发表在 《会刊》 上的日本研究文章也不少， 如南方熊楠和迪金斯合作研

究鸭长明， 姉崎正治研究中日生死轮回图等。 《会刊》 的西方学者也引用日

本学者的研究成果， 如特鲁普对高楠顺次郎作品的引用。 随着日本学者加入

东方学研究， 在近现代学术史上， 他们也成为东方学研究的重要领先者。
除了 “脱亚入欧”、 “去中国化”、 以欧洲为师， 以及建立日、 英的学术

纽带之外， 日本成为 “西方之极” 也体现了日本对西方日本学研究思路、
逻辑的肯定。 面对先进的西方技术， 日本急于和中国文化撇清关系， 使日本

走西化、 民族化的道路。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会刊》 的日本学研究也以

民族性的提炼为主。 《会刊》 的日本学研究贯穿着从民族、 语言、 文化、 文

学、 审美、 宗教等角度探索日本的研究范式。 这一点和近代日本的民族主

义、 西化路线如出一辙。
早期 《会刊》 的日本学研究是日本文化走向欧洲的桥梁和纽带， 它的

思想与日本国家战略性的思想不谋而合。 一方面， 日本学者以西方为师， 促

进了日本文化的传播； 另一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处于被忽视、 被压制的

状态。 英国的日本学与日本本土的文化选择是一致的， 即追求日本民族审

美， 拉开与中国的距离， 建构新的东洋文化。 直到今日， 只知日本文学、 审

美， 不知中国文学、 审美的西方人仍大有人在。
但是， 日本的东方性不容否认， 它的文化是东方文化的杂糅。 日本民族

文化、 审美不是日本文化、 审美的全部， 无论在体量还是在质量上， 它都无

法代表东方文化和审美。 日本学研究努力提炼的日本民族文化， 只能削减日

本文化的总含量， 使本来丰富的日本文化成为小于国家概念的民族文化。 这

不符合文化融合、 共享的发展趋势， 必然会走向文化的自我封闭。 同理， 朝

鲜的文化也是如此。 随着东、 西方学者对东方研究的深入， 日本、 朝鲜必然

从 “西化” 走向 “东归”， 日本学、 朝鲜学研究必将再次印证东亚文化圈对

东亚各国不可磨灭的意义。

五、 结语

综上， 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会刊》 的日本学、 朝鲜学研究使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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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的观照范围抵达东方之极， 客观上推动了东方 “一体化”， 尤其是东

亚 “一体化” 的研究， 极具东方学价值。 它们通过追溯东亚历史文化的共

同起源， 打开了西方认识东方的新窗口。 但是， 在殖民主义、 西方中心主义

的思想背景下， 这些研究在展现东亚文化圈 “共同起源” 的同时， 站在西

方民族国家的立场上， 挖掘朝鲜、 日本民族化的发展， 蕴含着日本、 朝鲜与

东亚文化圈 “分途发展” 的思想， 呈现出 “建构—解构” 的特点， 即在建

构东亚文化圈的基础上解构该文化圈， 企图论证中国影响东亚的历史已经过

去， 使日本、 朝鲜在价值观上与西方接轨。 一方面， 这些研究通过探究中国

语言文化对日本、 朝鲜的影响， 追溯中国、 日本、 朝鲜整体发展的历史， 建

构了东亚文化圈； 另一方面， 它们通过批判中国文化对日本的不利影响， 强

调日本民族、 语言、 文化、 文学的优势及其独立发展的过程， 试图解构以中

国为重心的东亚文化圈。 《会刊》 的日本学研究企图将日本文化、 语言、 文

学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分离出来， 呈现日本民族化发展的道路。 这些

都旨在淡化中华文化在东亚的影响， 使日本、 朝鲜从 “东方之极” 走向

“西方之极”， 企图将西化的日本作为东洋文化的优秀代表传播到西方， 进

而削减甚至架空中国文化在东亚的影响力。 这充分体现了英国东方学一贯的

民族、 语言、 文学、 文化、 宗教维度， 从根本上讲， 是在与民族融合、 文化

融合、 文化圈发展潮流对抗。
这些研究看似与英国殖民主义介入东方、 企图进行文化殖民的行动相

左， 实际上旨在分裂早已形成的文化圈， 让西方的标准成为各个分散民族的

标准。 但是， 日本、 朝鲜是东亚文化圈不可分割的成员， 它们存在于东方的

历史进程中， “去中国化” 的日本、 朝鲜民族文化无法代表东方文化。 东亚

文化是文化圈内各民族认同的文化， 它不会因为日本、 朝鲜民族性的觉醒而

消失， 它是东亚文化圈的集体无意识， 长期存在。 东亚文化圈也不会因为新

文化的加入而被彻底改变， 它只会逐渐增删、 凝练， 大浪淘沙， 走向新的境

界。 面对西方文化的加入， 它只会包融西方文化， 而不是被代替。 中国的东

方学者应该全面地把握西方 ２００ 多年的东方学研究， 矫正西方东方学在殖民

主义、 文化殖民主义、 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建构的学术话语体系， 建构以中

国为重心的东方整体发展的历史， 为中国学术思想、 东方话语逻辑的呈现提

供理论支撑， 让东西方世界相互包容度、 理解度真正提升。

（责任编辑： 权　 达　 陈华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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